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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罪研究（下） 

王作富 

四、共同实施暴力犯罪中，致人死亡案件的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二人以上共同对他人施加暴力侵害，并且致人死亡的案件，这类情况往往比较

复杂，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是否每个参与人都应对死亡负责？需要以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具体

分析案件的情况，要区分共同犯罪与同时犯的界限，区分共同责任与个人责任的界限。这里主要讲以下几

种常见的情况。 

1．二人以上共同预谋进行杀害某人，不论是分工由其中一人动手或是同时动手，在同时动手时，不论

被害人死在谁的手下，其他共同犯罪人都应负共同杀人罪既遂的刑事责任。例如，甲、乙二人共谋杀害

丙，商定由甲去执行，一日傍晚甲在路上见前面一行人，以为是丙，乘其不备从背后用石块猛击其头部，

当场死亡。甲仔细一看，死者是丁。虽然丁不是其预定的目标，而是由于判断错误造成“误杀”，但不是

过失杀人，因为，在动手之时，甲是定瞄目标故意实施杀害行为的，而丙和丁的生命权利在法律上是一样

的，因此，甲在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应负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乙虽未动手，也并不希

望杀死丁，但也应当与甲负同样的刑事责任。因为，丁被杀死，完全是甲、乙预谋杀人而造成的结果，乙

既然同意或支使甲去杀人，对于甲按计划实施杀人的任何后果，自然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例如乙提

供凶器，要甲去杀死丙，甲却利用此凶器杀死了自己的另一个仇人，这叫做“共犯过限”，乙对此杀人事

件不能承担刑事责任。 

2．二人以上共同约定对某人实施暴力伤害，但没有杀人的故意，在二人同时对该人施加暴力之后，该

人因伤重而死，但是，究竟是哪一个人的行为为成为致死的直接原因，根本无法查清，对此，所有参与者

应共同负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外国刑法有的对类似情况作了专门规定。如日本刑法第207条规定：

“二人以上施加暴力致他人受到伤害， 在不能辨认所加伤害的轻重，或不能辨认是何人所伤时，虽非共犯

也应依共犯的规定处断。”韩国刑法也规定：“数个独立行为共同产生伤害之结果，而不能确知谁为致伤

原因者，依共同正犯论处。” 

3．二人以上共同约定或突发故意殴打、伤害他人，在打斗过程中，有人拿出凶器连续向被害人要害部

位猛刺，当场造成死亡，明显看出该人产生了杀人的故意。但其他人既无杀人的意图，也不知该人要杀

人，而且由于事出于突然，其他人也未有意识地为其杀人提供帮助，这应当视为“共犯过限”，其他人对

杀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实践中，流氓团伙寻衅滋事，动辄动刀子捅人，或者流氓团伙之间聚众斗殴，捅死人的案件，时有

发生，对此应如何定性？参与者是否共同负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这类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情况也较复

杂，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对于处理群殴互斗的杀人案件中，如系刺

伤足以致命的要害部位以致造成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如果伤害要害部位，经抢救后脱险的，

是故意杀人未遂。”[1]也有的主张对这类动辄捅刀子行凶案件的定性，应当与这类犯罪分子不计后果的特

点联系起来考虑。这些“好斗分子”往往身带凶器，一旦引起斗殴，就亮出家伙，捅刀子不计后果。他们

主观上并无明确目的，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犯罪的心理态度，应以其造成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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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结果定罪，造成死亡的，是间接故意杀人罪；人未死而被伤害的，定故意伤害罪。[2]按照第二种观

点，只要是犯罪团伙目无法犯，虽无明确的杀人目的，但不顾他人死活动辄捅刀子行凶，一般对死亡表现

为放任态度，因此，致人死亡的不论死于谁的刀下，参与行凶的，都应负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未致人死

亡只造成伤害的，共同按伤害罪处理。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是可取的。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对这类案件应

当仔细调查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查明行为人是否确实对死亡持有放任态度。如果事实证明，行为人虽是

无故寻衅，但确实只对造成伤害结果采取放任态度，完全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死亡是由于很偶然的原因

而引起的，对行为人只能按故意伤害罪处理，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 

4．二人以上经过预谋，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共同去实施杀人行为，届时，有的人到达现场，将被害

人杀死，有的人却未能赶到现场，参与实施杀害行为，对于只参加了预谋，而未参加实施杀害行为的人，

是否按故意杀人既遂处罚？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参加共同实施杀人的预谋，而未实施杀

人行为的，实际只有杀人的预备行为，因此，应当作作为杀人的预备犯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有杀

人的共同故意，不论由谁执行了杀人计划，都应视为在各共同犯罪人共同“加功”作用之下完成的犯罪，

当然应当共同负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有人直接动手杀人，有人没有

动手，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不同，在量刑时应当有所区别。 

5．在二人以上共同抢劫、轮奸案件中，无杀人的预谋，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因暴力致被害人受伤，经

抢救无效死亡或当场死亡的，不论谁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所有参与共同犯罪的人，都应负共同抢劫致人死

亡或轮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客观归罪。因为，只要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并

不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对影响量刑的事实情节有所认识。但是，如果在犯罪完成之后，有的人突然产生杀人

灭口的恶念，动手把被害人杀死，其他人既无预谋，又未参加，对此只能由杀人者自己承担罪责。 

6．支使他人寻衅滋事，但并未明示或暗示要他人动手杀人，或者为了进行报复，支使他人去“教训”

他人时将人杀死，对支使者是否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有人主张，既然不说明让对方如何行动，那就意味着

对后者采取任何行动持有放任态度，因此，前者应对后者由于其支使而实际构成的任何犯罪负共同犯罪的

责任。我认为，不宜如此简单地处理，案件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主观推定在上述情况下前者一定都对后者

杀人采取放任态度，应当根据支使者与被支使者的个人情况，事件的起因，与被害人的关系等等，具体分

析支使者有无放任杀人的思想基础，对于后者可能杀人有无预见。如果事实证明前者没有预见，甚至不可

能预见后者会杀人，让前者负故意杀人罪的责任，是有违刑法学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的。 

  

五、关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的认定 

  

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什么是“情节较

轻”，没有司法解释，在论著中也很少充分论述。实际上，涉及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时，不论在理论界或

是在司法机关中，都有不同看法，值得研究。 

根据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犯罪，应当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判处。社会性危

害性的大小，是判刑的最基本标准。而社会危害程度，主要是通过犯罪的各种情节来决定和反映的。对于

故意杀人罪来说，哪些事实属于“情节较轻”，有些国家在刑法上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例如，《苏俄刑法

典》对在强烈精神激动态度中故意杀人和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杀人作了专门规定。我国刑法未作具体规

定，给刑法执行带来一些困难，也是许多争论一时难以统一认识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我只能粗略地谈一

下有关此问题的情况和看法，分析下面四个方面的情节： 

1．杀人罪，是侵犯他人生命权利的犯罪。从法律上说，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都同样受法律保护。但是，也不可否认，人有各种不同情况，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在社会关系当中，各种

人（包括婴幼儿在内）所处的社会地位、对国家、社会所作的贡献等等，又是确有不同的。杀害不同的人

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能否规定杀害某种人如婴儿、精神病人、濒临死亡的人等

等，就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呢？有的国家（如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在刑法上明文规定，母

亲在分娩之后，或者在法定的较短时期以内杀死自己的婴儿，可作为判处较轻刑罚的理由。台湾刑法第274

条也规定：“母于生产时或生产后杀其子女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此轻刑，不仅

因为杀害的对象是刚生下的婴儿，而且因为杀人者是婴儿的生母，杀害行为又限制在正在分娩，或才刚分

娩之后。按照上述立法观点，其他人，甚至是婴儿之生父杀害自己的婴儿，没有理由判处如此轻的刑罚。

甚至有的规定，杀害“对于被害人有特别关照的义务者”，或者杀害是“利用被害人处于狐立无援状态

者”（1927年《苏俄刑法典》），视为情节严重的杀人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杀死了自己的患有



严重精神病、久治不愈、发展到危害社会治安的亲属，被子法院判处了十年以下有期限徒刑，也是根据多

方面考虑的结果，不能得出结论，凡杀死精神病患者都是较轻的。 

由此看来，单纯把杀害某种人规定为情节较轻的杀人，是不可能和不适当的。 

2．从客观方面看，行为实施杀人的原因，也是影响量刑的一个情节。许多国家刑法都把“在强烈的精

神激动状态中”或者“因悯恕之激愤情绪”、“因受突然挑衅”、“因受被害人的暴力压迫或严重侮辱”

等等杀人的，规定为情节轻微的杀人，判处比一般故意杀人轻得多的刑罚。我认为，一般说，在强烈的精

神激动状态下，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有所减弱，处罚从宽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具体案件中，怎

样认定是否符合这一条件。不加以严格限制和掌声握，势必造成对性质极为严重的杀人罪打击不力。我认

为，符合下列条件的激愤杀人，可以视为情节较轻；（1）在引起行为人激愤的原因中，行为人本人无过

错。如果由于本人挑衅，遭到反击，或者因赌博输钱，恼羞成怒，引起“情绪激动”而杀人，不能成为可

宽恕的理由。（2）杀害的对象，必须是引起杀人者激愤的人。如果杀害与导致其激愤无关的人，例如，甲

因受到乙的严重迫害与侮辱，为泄愤而杀死了乙的儿子，不能以“激愤”为借口而视为情节较轻。（3）激

愤情绪是由于被杀者生前的严重迫害所引起的，至于其迫害的对象是限于杀人者本人，或者也可以是与杀

人者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把被迫害对象限制在杀人者本人，或者是与其有亲密关

系的亲属为宜。因为，对后者的严重迫害，很容易引起与其关系密切的亲属的极度愤懑，从而导致激愤杀

人。而对这种杀人者若处刑太重，不容易得到周围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会招致群众的不满。至于引起

激愤的迫害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激愤到什么程度，才能视为可以原谅的情节较轻的杀人，这是很难用一

个具体尺度来标明的。这只能根据迫害的手段持续时间长短，引起的后果轻重，杀人者的性格、气质、自

制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应当根据上述情况，分析认定其迫害行为是否达到足以使杀人者在

杀人之时严重削弱了其正常的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以致使其不顾一切地动手杀人。不能允许有的人在

受任何一点刺激时，就动手杀人，而对其过分宽容。（4）杀人行为应当是行为人面对严重的迫害而精神正

在极度激愤状态之际实行的，如果导致其激愤的原因已经消失，行为人忆起旧恨，而动手杀人，不能视为

激愤杀人。 

发现妻妇与他人通奸，或当场捉奸，一时激动杀死奸夫或奸妇，是否视为情节较轻的杀人？有的学者

作了否定的回答。[3]前苏联有的学者指出：“夫妻间不忠实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看作是一种严重的侮

辱。”[4]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 “在配偶对方在场时与人通奸，就很难否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侮辱行

为”，[5]甚至还有认为，因为妻子不忠于自己就是严重侮辱了了自己，实际是把妻子当成了自己的财产，

是资历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是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相对立的。因此而杀人，是嫉妒杀人。笔者也认为，上

述杀人不是情节较轻的杀人。通奸并不是犯罪，对配偶不忠，是道德问题。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男尊女

卑，夫贵妻贱的传统观念深远。男人只要求妻子忠于自己，听任自己的摆布，但男人自己在外招花惹草，

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人发现妻子与他人通奸，在感情上有一定的刺激，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这不应当成为动手杀人，以求得心理平衡的可原谅解的理由。当然，把这种杀人视为严重

杀人，不见得妥当，但是，作为情节较轻的杀人，也是不妥当的。 

在理论上，有的认为，受被害人要求或嘱托而杀死被害人的，也应视为情节较轻的杀人。按照刑事法

理论，受权利人的同意而损害其权益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排除其损害行为的犯罪性，在古罗马法中

就确立了“有承诺不为罪“的原则。例如，自愿将自己的一只肾脏移植给他人，为其摘取肾脏的医生不构

成伤害罪。但是，考虑到生命是最重要的人身权利，因此，一般国家都不允许应被害人之要求或嘱托而杀

死被害人。《加拿大刑法典》明文规定：“任何人无同意被杀的权利，受其同意而杀人之人不得因其同意

而影响其刑事责任。”但是，有些国家（如日本、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在刑法上专门规定受嘱托杀

人罪，判处相当轻的刑罚。我国刑法对此无明文规定。但是，我们认为，既不能说受嘱托杀人无罪，也不

能说一切受嘱托杀人都是情节较轻的杀人。作为情节较轻的受嘱托杀人，至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被

害人在未受到胁迫或欺骗情况下，发于自己内心的真诚的嘱托。（2）被害人要求杀死自己，是由于身患严

重的、难以忍受痛苦的疾病，或者遭遇到难以令人忍受的生活困境或精神折磨，而不得不出此下策。不问

青红皂白，只要被害人要求杀死自己，就动手杀之，是应当受到社会严厉谴责的。（3）杀人的动机是出于

对被害人的同情，而不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4）杀人的方法，应当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合乎伦理道德

要求的。 

3．从犯罪主体上看，为了贯彻刑罚原则，主体的个人情况，是量刑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我国刑法第

14条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他们故意杀人是否一律视为情节较轻

呢？有的学者根据上述条文规定认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应视为情节较轻。[6]我认

为，这值得研究。立法的精神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法定刑为基础，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故意杀



人最高刑为死刑，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幅度较大。固然，上述年龄的未成年人发育尚不十分成熟，自

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弱，在政策上从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故意杀人这样严重的罪行，如果不问其动机目

的，杀人手段如何，也不问其杀多少人，只根据其年龄因素，一律只能在十年以下判处刑罚，从发挥刑罚

应有的惩罚、教育和预防效果上考虑，未必是适当的。 

有的学者还认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期间杀人的，也是情节轻微的杀人。[7]这也值得商

榷。我国刑法规定，这种人在精神正常状态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本未把他们列入应当从轻、减轻

处罚的对象之中。因为，既然精神正常，就是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使根据情况有的可以从

轻、减轻处罚，但是，不问其他犯罪情节和危害结果的程度如何，一概视为情节较轻的杀人，判处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是不会取得良好的刑罚效果的。 

老年人杀人，是否视为情节较轻杀人？随着年龄增加，人到身心衰老时期，思维、意志力会有所减

弱。在封建法律上曾有对老人犯罪减免的规定。如唐律规定，80岁以上的人犯叛逆杀人罪者“上请”。西

方国家（墨西哥、荷兰等）也有刑法规定，70、80岁以上的老人犯罪，可以免刑。我国现行法律无此规

定，而且，按照我们的观点，一般地说，对于年龄过大的人犯罪，处罚从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故意杀

人罪来说，不宜单纯以年龄作为认定情节较轻杀人罪的标准。 

4．从主观方面看，犯罪的动机，是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应当酌情

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那么，防卫过当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是否一律视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呢？对此

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有的则认为，减轻处罚是低于法定最低刑判处刑罚，而且，

一个罪有二个刑罚档次的，其罪行符合哪个档次，就按那个档次来减轻处罚。刑法第132条故意杀人罪，有

二个档次，一个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 一个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防卫过当杀人的，不

能认为只可按后一档次减轻处罚。 

在理论上，对于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的，是定故意杀人罪或是过失杀人罪，在中外学者中都有争论，这里

不进行讨论，即使认定为故意杀人，我认为以按情节较轻故意杀人处理为宜。问题在于，防卫过当是发生

在行为人为了防卫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对不法侵犯者的反击情况之下的。这

种勇于同犯罪分子斗争（特别是为保卫公共的或他人的合法利益）的精神，值得提倡。虽然超过必要限度

应当令其负刑事责任，但是判刑太重，必然会挫伤群众同犯罪分子斗争的积极性。在外国，有的规定，对

防卫过当一般免刑，对防卫过当杀人的，处罚也很轻，有的只判处二年以下剥夺自由，所以，对于防卫过

当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按情节较轻定罪，是比较适当的。当然，在实践中，对于是否确属防卫过当，应当

正确认定。有的人对于侵犯本人很轻微的利益的人，例如偷拔了他几棵菜，就借口“防卫”而开枪将他人

打死，根本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而只能认定为是泄愤杀人，不能按情节较轻故意杀人处罚。 

  

六、关于“致人死亡”和“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理解 

  

在我国刑法上，有2个条文规定以“引起被害人死亡”作为处刑的加重结果；有6个条文规定以“致人

死亡”作为处刑的加重结果。这些规定都与被害人死亡有联系，但是，二者是什么涵义，有什么不同，值

得研究。 

我认为，“致人死亡”与“引起被害人死亡”，都是反映犯罪行为与死亡的因果关系的一种说法，单纯从

字义上很难说二者有什么严格的、原则的区别。但是，立法者既然针对不同犯罪使用不同语言表述，显然

是意图表明二者有所区别，但区别何在，立法者未作解释，这里只能谈谈个人的理解。 

“引起被害人死亡”，是作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虐待罪的加重结果规定的。结合这二种犯罪的特

点及法定刑较低（最高刑七年）考虑，可以明确两点：（1）行为人在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只能表现为

过失，如果故意使其死亡，则构成故意杀人罪。（2）这二种犯罪都与暴力手段有关（如殴打），但死亡的

发生，一般不是由于严重的暴力伤害而当场死亡，或抢救无效死亡。否则，就可能牵连到故意伤害罪，应

当按故意伤害致死处理，判别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从司法实践中看，干涉婚姻自由和虐待引起死亡，通常表现为被害者自杀，或者由于长时间肉体摧残

而渐进性地引起非正常死亡。实践表明，这两种犯罪之实施，都表现出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与权利的粗暴

侵犯，使被害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不堪忍受的肉体摧残。可是，又由于侵犯他的人一般都是自己

的亲属，有的是自己生活上所依靠的人，而感到难以抗拒，当被害人不知道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利，又不愿忍受这种没有恋爱自由和痛苦的生活时，往往采取自杀的办法来结束痛苦。因为这二种犯罪的

基础只是二年以下徒刑，对于引起自杀的也照此判刑，显然太轻，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利于发



挥刑罚的威慑作用，所以，对引起自杀的，按刑法第179条第2款和第182条第2款判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是必要的、适当的。 

关于“致人死亡”的涵义，在理论上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对此应当理解为：（1）“致人死

亡”，是指由于犯罪行为之实施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例如因放火致使被害人烧死在室内，或因烧伤抢救

无效而死亡；因抢动财物，用暴力过猛，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或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等等，

（2）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发生，主观上只能表现为过失，若有致人死亡的故意，则应以故意杀人罪论

处。[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的结果，一般表现为过失，但是，有的也可以包括间接

故意，如刑法第152条第2款抢劫致人死亡的规定。[9]还有的认为，“致人死亡”在个别犯罪中（如抢劫

罪），也可以包括直接故意杀人，例如，为夺取他人财物而故意把被害人杀死，应按抢劫致人死亡处理。

[10] 

由以上可见，由于法律上使用了一个“致”字而引来诸多岐义。其实，这种争论不仅在我国，在外国

也存在。例如，《日本刑法》第240条规定“强盗致死伤”，也因使用了“致”字，而对其是否包括故意致

死伤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倾向于认为，既包括过失致死，也包括故意杀人在内。[11]我认为，对于我

国刑法上所说“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致死在内，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根据不同犯罪的各自特点，来确

定其具体涵义。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刑法第106条规定，用放火 、决水、爆炸、投毒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死亡的，对死

亡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因为，行为人采用危险方法危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而所谓公共安全，

就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不论从法律上或是从事实上，都不能说犯罪

分子放火、爆炸、投毒，都只能是针对财物，而不能以人为侵犯的对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犯罪分子了

解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杀伤人，而且可以杀伤许多人，所以，有的穷凶极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惜采用

上述手段制造大量伤亡的惨案，如天公共场院所制造爆炸，驾驶汽车向人群冲撞，其杀人的目的十分明

显，但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人，其致人死亡、重伤的，按刑法第106条处罚是完全正确的，怎么能说致人死亡

只能是指过失呢？ 

其二，刑法第139条规定的强奸“致人死亡”，不应包括故意杀人。因为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性

的自由权利或者性的不可侵犯性。 这种权利是与妇女的生命相伴而存在的。暴力是犯罪分子常用的强奸手

段，其目的是以此来制服妇女的反抗，达到奸淫妇女的目的，而杀害妇女，则不是实施强奸的必要手段。

事实上，在施加暴力过程中，因遭妇女强烈反抗而临时起意杀死妇女，罪犯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强奸，而是

以此发泄对妇女反抗的仇视情绪，或者是为了灭口，逃避制裁。所以，在强奸过程中杀死被害妇女的，应

分别定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其三，刑法第143条规定的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不能包括故意致人死亡，因为，故意杀人与非法拘

禁之间，既不存在手段上的牵连关系，而且由于故意杀人的危害性质比非法拘禁罪严重得多，前者不可能

作为后者的加重结果，否则，必然造成重罪轻判。 

其四，刑法第150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致人死亡”，许多同志认为可以包括故意致人死亡。因为，抢

劫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暴力是抢劫财物的常用手段。使用暴力的程度有大有小，一般视被害人

反抗的激烈程度，以及能否夺取财物而定。在占有财物之前，将被害人杀死，以此排除其反抗，达到占有

财物的目的，和先将被害人打伤，然后占有其财物，只有危害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的差别。既然故意

致人重伤可以视为抢劫罪的加重结果，那么，出于同一目的故意杀人，自然也应视为抢劫罪的加重结果。

而且，这样处理不会造成重罪轻判。 

其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对死亡只能是过失，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是故意侵害

不同客体的犯罪，危害性质与程度有重大区别。如果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引起死亡抱有故意的态度，自然应

定故意杀人罪，而不能定伤害罪。因此，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当然只能是过失致人死亡，这也正是故意伤

害致死与故意杀人的根本区别。 

“致人死亡”是否可以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致人死亡”只能是指由

于犯罪行为之实施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不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以强奸罪为例，“两高”司法解释说

明：“强奸‘致人重伤死亡’，是指因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导致被害人性器官严重损伤，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伤害，甚至当场死亡或者经治疗无效死亡的”，显然是取上述这种观点的，按照这种观点，因强奸引起

被害人自杀，可以刑法第139条规定的强奸“情节特别严重”处理。但是，在理论上，也有的认为，强奸致

人死亡，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在内。[12]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自杀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既然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那

么，自杀的结果反映后果严重，不能不对犯罪的处罚产生影响。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关法定刑幅度



以内适当从重处罚，是毫无疑义的。但是，问题在于，法律条文规定以“致人死亡”为适用高档次法定刑

的根据时，对于引起自杀的，是否也同直接造成死亡一样适用同一法定刑，在我看来，问题是实质不在于

“致”字与“引起”有什么特别严格不同的涵义，而在于被害人自杀对量刑影响到什么程度。对此，我认

为，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自杀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因为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侮辱，不堪忍受而

自杀；有的因为受到侵害而陷入极大困境而自杀；有的只受到轻微侵害，由于个人心胸过于狭小而自杀，

如此等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析犯罪行为在自杀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对这个问题，重

要地不是抠字眼。更重要的是考虑在不违背犯罪构成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何处罚才

能实现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强奸罪而论，按照传统观念，良家妇女被强奸，不仅是对妇女人身权利

的侵犯和肉体的摧残，而且是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有的被强奸后羞于见人，含恨自杀，虽然形式上不是

强奸直接引起死亡，但是，可以说是罪犯把被害人推上了死路，要其对自杀承担法律责任，是必要的、合

理的。有的说，引起自杀不属于“致人死亡”，可以视为“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后者与前者都是适用

第139条第3款的法定刑。这就说明，引起自杀与致人死亡在法律上作为量刑的情节，其作用是同等的。余

此类推，在其他犯罪中，对于某些（不是一切）引起自杀的罪犯，依照致人自杀的规定处罚，有何不可

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区别，在具体量刑时应当适当掌握从严的幅度，但是，对于违法犯罪行

为情节轻微，主要因为被害人心胸过于狭窄，而自杀死亡的，不宜适用“致人死亡”的规定，判处更重的

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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